
“最牛厅长”儿子婚宴被曝光,烦从何来？

1

月
4

日，有微博爆出，湖南
出现“最牛厅长”儿子婚宴“宴席
赛过皇宫，

20

警车助阵， 百万礼
金入囊”，“率全省司法系统

100

余人助阵”。

4

日下午，当事人王
亲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 儿子
的确刚办婚宴， 但自己工作系统
内到底来了多少人，仍在统计中，

“我没发请帖，不知道他们怎么就
来了”。

(1

月
5

日《羊城晚报》

)

家有喜事，岂不乐哉？ 但是，

被称“最牛厅长”的王亲生却乐不
起来———儿子婚宴被曝光。 如果
王亲生所述一切属实， 那么应该
身正不怕影子斜。然而，事实不是
这样， 确实叫王亲生跳进黄河也
洗不清。

尽管王亲生信誓旦旦“我没
发请帖”， 好像这场婚宴清白无
瑕， 但从记者的采访和王亲生与

记者的对话中， 读者不难看出王
亲生似有难言之隐。

为啥要花钱租用单位的大
巴？ 瓜前李下的道理，王亲生不会
不懂吧？为啥一会说司法系统来了
二三十人，一会儿又说到底来了多
少人他自己也不清楚， 这显然自相
矛盾；既然之前打报告时称不接受司
法系统送的礼金， 为啥婚宴上又接
受了这么多人的礼金， 岂不是忽
悠组织吗？ “目前正在统计礼金，

除了亲朋好友的， 其他人的礼金
一律退回。”这不仅是明显的马后
炮，更像是官方语言和外交辞令。

特别有个细节， 让人感觉王亲生
“很烦”———“让我收百万礼金，难
道每人送万元，你觉得可能吗？ ”

这一反问， 可谓问出了王亲生对
曝光者之愤和对记者采访之恨。

纵然儿子在上海证券工作，

很有钱；纵然自己工作了几十年，

有一定积蓄， 但是， 作为一名厅
官，王亲生不可能不知道中央“八
项规定” 中有厉行勤俭节约的要
求， 不可能不知道官员的一举一
动会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因而，

无论是每桌至少
2588

元， 还是
28

桌婚宴仅餐费花费就在
7

万
元以上，应该说都有炫富摆阔、铺
张浪费之嫌。

“最牛厅长”最近很烦，烦在
不执行上级规定， 烦在不知晓百
姓心思，烦在不注意社会影响。总
之一句话，没有用好手中的权力。

每一名手中握有人民给予的权力
的官员， 只有把权力以及和权力
有关的东西晾晒在阳光下， 接受
社会的监督，经得起公众的检阅，

才能减少甚至消除不必要的烦
恼。 （毛开云）

2013

年
1

月
4

日谐音“爱
你一生一世”，北京结婚人数有
望突破

1

万对。 北京市民政局
婚姻登记处前处长、 北京婚姻
家庭建设协会负责人李紫薇表
示，年轻人不应跟风“好日子”

盲目结婚，“一生一世” 寓意虽
然好， 但婚后是否一生一世相
守，还需要新人用心建设家庭，

用爱包容对方并适当掌握经营
婚姻的技巧。 （

1

月
4

日《北京
晨报》）

结婚是人生大事，找个“良
辰吉日”乃人之常情。但是过于
迷信“吉日”，比如有人

3

日午
后就来排队，熬夜换班，甚至劳

烦老人来帮忙排队， 如此扎堆
登记，未免太过注重形式。

2013

年的
1

月
4

日， 貌似
平常的一个日子， 因为其谐音
为“爱你一生一世” 而被称为
“万年真爱日”。据估计，仅北京
市当天登记结婚的人数有望突
破

1

万对。 这个场景我们并不
陌生，几乎每个“吉日”比如情
人节、神棍节等，隔段时间便会
重演一次。 据报道，

1

万对这个
数字超过了

2012

年
12

月
12

日的“世界示爱日”

7700

对，仅
次于

2009

年
9

月
9

日“天长地
久日” 的

1.9

万对和
2008

年
8

月
8

日的
1.5

万对， 远远超过

了每年“情人节”三四千对的数
量。

吉日的美好寓意和浪漫氛
围会使人们产生冲动， 从众心
理会让情感“发烧”，烧退之后
如何应对寻常平淡的婚姻生
活， 将考验新人们的智慧和爱
情。 “良辰吉日”是一个好彩头、

好愿景， 但无法成为婚姻持久
的根本保证。有句话说得好，只
要有爱，天天都是好日子。双方
彼此坦诚，用心经营，才能携手
共进，相爱一生一世。这是在走
进登记大厅之前应该知晓并慎
之又慎的。

（文
/

凌寒图
/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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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黄灯困境”

@

晓看雾中花：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很普遍。 立法前必须广泛听取意
见，确保科学与公平，法律制定后要充分解释，获得各方的理解与支持。

@

富顺社保陶永康：法规只对违反者有约束力，我想大家是愿意
去遵守的，就算一时之间适应不过来，但最终也会修正自己的习惯来适
应新的规定。

@AGENT-

杜
:

合理的制度设计要充满人性关怀，要有与民众良性
互动的渠道，不能一厢情愿，否则公权力一旦膨胀，公共权利就会受损，

两者的对冲就会产生甚至激化矛盾， 从而丧失对法律的敬畏和对公共
部门的信任。

@

凤谷花花侠：那些说无法避免闯黄灯的，还是抱着固有思维，想
着不减速通过红绿灯路口，没有对他人和自己的安全意识。

@

丫丫梨雅丽：民意亮起黄灯，规则制定者勇于改革，革自己的
命，难，但这样才能使自我新生、蜕变，把握好停与行的规则，把握好快
与慢的节奏，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畅快通行。

领导干部要重视基础性工作

《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
层之台，起于累土。 ”《淮南子》说：“高者必
以下为基”，强调的都是基础的重要性。对
于领导干部而言，基础性工作是否牢固尤
为重要，它直接关系着决策的科学与否和
事业的兴衰成败。

所谓基础， 一是指建筑物的根脚；二
是指事物发展的根本或起点。基础性工作
由于其具体琐碎、周期长、见效慢等，往往
容易被忽视。 再加上不科学的政绩观影
响， 不少领导干部往往在当前与长远、基
础和现实、 显性与隐性方面做权衡时，做
出错误的决断。 因此也出现了得了政绩、

毁了基础、失去发展的不良后果。

我们党始终重视基础工作，也涌现了
不少扎扎实实打基础、功成不必在我任的
优秀干部。 “为民书记”郑培民同志担任领
导职务近

20

年，始终抱着“做好‘打底子’

的工作”的信念，不图虚名、但求实效，留

下了一段功在当今、利在长远的佳话。

当前，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社会发
展形势，领导干部更要抓好基础性工作。

———加强调查研究。 习近平同志指
出：“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
本功”，“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

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
问题”。时下，我们总能看到有的领导干部
以工作忙、任务重、没时间为由，不重视调
查研究工作，一是认为经验丰富，对情况
熟悉，不必事事调查研究，二来认为调查
研究是下面的人做的事儿，领导干部是当
家做决策的， 没有必要亲自调查研究等
等。这些想法不但错误、而且有害。陈云同
志曾指出：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
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用不到百分之十的
时间来作决策。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权”。经验是有限的，而事物发展变化是无
限的，领导干部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

及时了解事物的动态变化与发展，做出科
学决策，赢得工作主动权。

———注重人才培养。邓小平同志多次
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强调培养
人才的重要性，强调要培养革命事业的接
班人。 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
愿，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
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 人才是科
学发展第一资源，是决定一个单位、一个
地方的核心竞争力， 是推动社会进步、国
家前进的一个关键因素。实现“中国梦”说
到底靠人才，需要一茬又一茬的人才来推
动， 只有把人才建设放在长远的规划中，

才会有各项事业的蒸蒸日上，才会有民族
的伟大复兴。

———掌握基础数据。近年，数据失实、

数据出官时有发生，虚假数据事件更是屡
见报端，大到

GDP

，小到乡村最基本的数

据报表，数据失实的事情不一而足。 数据
的真实性事关重大，经济数据准确与否不
但直接影响着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研判，直
接关系到宏观决策和相关政策的出台，而
且还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习近平同志在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

“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
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 ”领
导干部只有掌握基础数据，才能对报送来
的数据真正做到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由
此及彼、由表及里，真正做到心中有“数”，

进而作出科学判断、科学决策。

基础性工作还有不少，比如规章制度
的创新和完善等。 领导干部既抬头望远，

还要低头看脚下，抓基础性工作，这既是
党的科学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又是做好
领导工作的重要方法论，说小，关系一个
单位、一个地方的事业发展，说大，关系
“中国梦”的实现。 （云禾）

李宏宇图
(

来源：《人民日报》

)

规则“价值排序”需要肯定
严惩抢黄灯，实际上是在交通秩序中强调一种价值排序：车辆通行

重要，生命安全更重要。 黄灯有有限通行权，但交叉方向上的绿灯同样
有通行权。 是要绿灯通行时的顺畅安心， 还是要黄灯通行时的放手一
搏？ 严惩抢黄灯，正是在两个价值的权衡中，取了更有利于公众安全的
一种。 “车轮上的中国”，理应涵养形成机动车通过路口提前减速慢行、

主动礼让行人的文明气象。

当今中国，社会多元，利益分化，情况复杂，出台一项改革、制定一
个决策，已经很难做到皆大欢喜、人人满意，特别是在权利意识高涨的
今天，经常会面对“不是这部分人不如意，就是那部分人有意见”的两
难。这种分歧，很多时候本身并无“是非”，只在于如何“取舍”，甚至成为
一种博弈。就像这次“抢黄灯”，有极为不满的，但同时也有大声叫好的，

很多无车族就表示，过去最怕过路口，尤其最怕黄灯。 司机“抢黄灯”往
往给行人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甚至危及生命健康。 从这个角度看，对
“抢黄灯”加大处罚力度，正是用规则来涵养交通良俗、提高社会文明。

这种“价值排序”，恰恰是一种走向现代文明的体现，值得肯定，也应该
坚持。 周诚冉（法学博士）

问计于民才能科学决策
法令既出，统一性、权威性必须在严格执法中予以体现；现实中，驾

车驶入路口所面临的两难也令人纠结。关键在于，部分细则在操作过程
中与实际情况无法较好匹配。“黄灯困境”引人反思：一项决策从拟定到
实施，怎样才能更尊重科学更尊重民意？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一项新规出台，不同利益主体肯定会有各
自看法。如果能采取座谈、听证等形式，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与建议，反复
论证标准、方案的可行性，相信争议的音量会减小许多。

另一方面，决策的目的在于收到实效，这样才能更好维护社会良性运
行。 多元时代，一项规定引发不同声音难以避免，相关部门理应及时沟通、交
流，才能达成广泛共识，收获良好决策效果。立足实际、及时微调，公安部对
“黄灯罚则”的解释回应，并听取民意表示要改进信号设置，相信能在互
动中完善决策，这也是科学决策的题中之意。 李艾薇（公司职员）

“吉
日
”结
婚


